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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负面情绪、“熟人社会”与下属绩效 
——基于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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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情绪、熟人社会、情商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建构了下属绩效影响因素模型。借助公共物品

博弈实验考察熟人社会中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对下属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领导者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显

著正相关，下属的情绪反应、绩效推测和情商对领导者负面情绪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相对于陌生人社会而

言，熟人社会有利于提高下属绩效。最后，论文对领导者的情绪管理、情感治理、下属与领导者的匹配、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治理以及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情绪；关系网络；绩效；实验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绩效是组织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领导者对组织及其下属的绩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情绪在领导者与下属的相互作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领导者的情绪表现很大程度上

潜在地影响下属的感知和行为方式[1]，进而直接影响下属与组织的绩效[2]。在中国情境下，

非正式关系已经广泛地嵌入到组织中[3]，领导者与下属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熟人社会的差序

格局中，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私人“关系”，更是组织重要的激励资源，因此，熟人社会的

结构与性质会影响领导者、下属与组织的绩效。另外，领导者的负面情绪一定会产生消极的

后果吗？本文质疑这种“对称假设” [2] [4]。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两个关键问题：领导者

的负面情绪表现如何影响下属绩效？熟人社会是否有利于提高下属绩效？ 

一些领导者偏向于表达生气威胁和激发下属执行；另一些领导者则通过表达高兴激发下

属提高绩效。到底哪种情绪对于激励下属更有效？当前相关的研究比较分散，而且结论不一

致。大量研究验证了“对称假设”[4]的观念，即：领导者积极的情感产生积极的后果；领导

者的负面情绪产生消极的后果[2] [4]。然而，本文不认同这种两面性的结论，并认为负面情绪

是组织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因素，它们取决于情境与背景，可能不一定会产生消极的结果。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负面情绪的存在也有其自身的功能。Barsade和Gibson[5]考察了组

织中负面情绪可能产生的积极后果。Sy等[6]发现领导者表现出负面情绪的小组成员在任务中

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中国情境中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对下属绩效的影响。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7]，人们通过各种私人关系而彼此相互联系，由此织就了一张

张有着差序格局的熟人关系网。关于熟人社会是否应该存在，一直存在争议。Granovetter[8]

的“弱关系”假设认为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弱关系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与资源，从而更

有利于他们找到工作。然而边燕杰[9]并不赞同“弱关系”假设，相反，他认为在中国强关系

更有利于找到工作，并通过在天津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其“强关系”假设。在中国，非正式关

系广泛地侵入到了科层制体系中[3]，因此，在本土化的背景下有必要研究强关系网络与下属

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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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是研究员工绩效影响因素非常好的研究方法[10] [11]。在实验中，研究者能够紧

紧围绕研究问题有目的地操控自变量，有效的控制实验环境，排除其他因素对绩效的潜在影

响，有效地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保证研究有较高的内部效度。同时，情绪的诱发效应通

常不具有持久性，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情绪[2] [12] [13]。

因此，为了更好的解读熟人社会情境中，领导者的负面情绪效应与下属绩效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设置：熟人社会实验与生人社会实验。在两个设置中领导者依次表现出

中性的和负性的（生气）情绪，然后在公共物品博弈实验的框架下考察领导者的情绪表现对

下属绩效（每个人对自己所在小组的投资量）的影响。根据实验后问卷，检验了下属的情商

（EQ）、情绪反应、绩效推测的调节效应。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 

2 文献述评及研究假设 
情绪是个体对于特定的情感事件或者实体的心理反应，持续时间较短，程度较强烈，以

目标为中心[9]。情绪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作为权力的拥有者，领导者的情绪

表达更是如此。组织中的领导者通过面部表情、语气语调、肢体动作等非言语行为表现自己

的情绪，这种情绪为下属所感知并进而影响其行为[6] [14-16]。一些研究报告了积极的情感表现

对领导者谈判、领导者成效评估、魅力评级、团队协作和表现的益处[2]。另一方面，有证据

表明负面情绪可能更有效。社会心理学的长期研究认为，生气与地位授予的增强有关，在谈

判中生气也会取得更好的结果[17]。Tiedens[17]在一系列的实验中明确了，那些表达生气的人

享有较高的地位授权并且被视为更能干的人。Heerdink等[18]的研究发现负面情绪的表达要

比积极情绪更有影响力。领导消极情感会通过增加组织内成员的努力程度而对绩效产生积极

影响[6]。此外，Lindebaum[19]认为领导者适时适量的情绪爆发对下属绩效是有利的。事实上，

领导者有时故意假装生气是为了影响下属，生气的情绪表现往往比中性或快乐的情绪表现更

有效的提高下属绩效。 

van Kleef[15]将上述负面情绪产生的积极效果称之为情绪的“非对称效应（Asymmetrical 
Effects）”。那么，这种“非对称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 Theory，
AET）[20]认为工作环境特征会导致积极或者消极工作事件的发生，而对这些工作事件的体

验会引发个体的情感反应（这个过程受到个体特质的影响），情感反应又进一步影响个体的

态度与行为。除情感事件理论之外，情绪传染理论(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ECT) [21-22]

也为领导者情感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该理论认为个体具有表达自身情感以及确认其他

人情感的能力。因为权力和地位的差异，领导者的情感更容易传递给下属，特别是在高权力

距离的组织中，下属更认同领导拥有较大的权力，他们更能忍受领导的负面情绪, 并且有更

强的动机提升自己的绩效 [23]。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EASI）
[2] [14]进一步解释了领导者的情绪作用机制，该理论从情绪具有社会功能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指出情绪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并引入信息加工的观点来分析领导者的情绪效应。领导者

所表达的情绪代表了其对下属任务完成状况的判断 [24]，下属通过推断加工（Inferential 
processes）从领导者的情绪表达中提取的信息是：领导者生气说明其对下属当前任务的完

成情况并不满意，因此为了应对这种消极情绪下属会选择提升绩效[2] [25]。依据上述论述，本

文提出假设 1。 

假设1领导者的负面情绪会提高下属绩效。 

目前，针对情绪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整合上述理论，本文认为，一

方面，领导者的情绪表现作为情感事件会使个体产生情绪反应（emotion reaction），并且其

中伴随着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情绪反应程度高的个体，受到领导者负面情绪

的感染更多，自身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也随之变多，可能会因此影响到其行为从而降低绩效
[25-26]。另一方面，情绪作为一种社会信息，信息的表达和其接受者（下属）都会影响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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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效应，本文仅从情绪接受者（下属）的角度考虑。面对情绪信息，个体会采用推断加工

（ inferential processes）的方式对其进行加工，而加工的深度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动机

（epistemic motivation）。认知动机[27]是指人们愿意为全面、准确地了解某一事物而付出努

力的意愿。情绪渗入理论（Affect InfusionModel，AIM）[28]认为个体在使用不同的加工策略

时，情绪会选择性地影响个体的认知活动。更进一步，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MIP）[28-29]指出团队成员认知动机的高低决定了个体和团

队效能的高低。具体而言，高认知动机驱动的下属对领导表现出的负面情绪信息采取精细的

系统性信息加工方式，使得信息加工更深入，推理过程的预测力也更强，他们在推断加工领

导表现出的负面情绪时，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工作绩效不合格。这种自我绩效推断

（performance inferences）较低的个体在工作中会更加努力以提高工作绩效[2]。综合上述

两个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下属的情绪反应、绩效推测和认知动机都是影响领导者负面情

绪与下属绩效关系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假设2a、2b 和2c。 

假设2a 情绪反应高的下属在领导者生气时绩效降低，情绪反应低的下属绩效不变。 

假设2b 随着领导者生气程度的增加，绩效推测低的个体绩效提高的速度高于绩效推测

高的个体。 

假设2c 认知动机高的下属更倾向于在领导者生气的时候提高绩效。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外，下属的情商（Emotional Quotient）也会影响到其如何加工和判断

领导的负面情绪。情商即情绪智商也称为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与智商相

对的一个概念。学术界认为Mayer和Salovey[30]对情绪智力的专门论述是情商研究的正式起

源，他们认为“情绪智力是社会智力的一个子集，它包括监控自我和他人感觉和情绪的能力，

并且能识别这些情绪，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Goleman[31]在《情绪智力》

中把情绪智力分为五个方面：感知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情绪、自我激励、感知他人的情

绪和处理人际关系。并首次提出了通过这五个方面来综合测定人的智慧水平的新标准——

“情商”。本文在情商的界定上采用学界普遍接受的Mayer和Salovey的定义。 

情商也是当前行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它能否发展成为与传统智力相提并论的另一

有价值的构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解释足够多的绩效变量。在组织中，员工情绪智

力反映了其感知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并利用信息指导自己思考和行为的能力[32]。Cooper和
Sawaf[33]证明了情商与个人和组织成功之间的关系。Mayer和Salovey[30]认为情商可以作为

压力环境中行为选择的调解器，一个人情商的高低影响他对压力的感知程度，进而影响压力

所导致的情绪反应，从而进一步影响行为选择。高情商的人倾向于对压力予以适应性、建设

性的反应。面对表现负面情绪的领导，低情绪智力的下属会通过反刍(rumination)行为加剧

该情绪的负面影响，而高情绪智力的员工则通过对领导消极情绪进行认知重评来减缓甚至避

免该情绪的负面影响[32[32]。在情绪智力对绩效的预测效果上，大量文献表明情绪智力在一定

程度上能预测绩效[32,33,35]。在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强度，Joseph和Newman[36]发现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相关为0.24（k＝22，N=2593）。基于此，本文认为下属的EQ可以

决定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对下属绩效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2d。 

假设2dEQ较高的下属在领导者越生气时绩效越好，EQ较低的下属在领导者生气时绩效

不变。 

费孝通[7]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差

序格局”而区别对待的同心圆[37]。杨国枢[38]将差序格局中的“关系”归纳为：家人、熟人

和陌生人。其中，熟人“关系”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社会本质上是熟人社会[39]。

随着社会的转型[40]，陌生人关系不断增长，但这并未改变中国熟人社会的本质，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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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相传的、积淀于心灵深处、难以抛却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39,41]。熟人社会不仅存在于

传统社会中，也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与组织中[41]。这可能是因为完全依靠契约、制度、法

律来维系的现代组织制度并未建立健全，人们的生活、工作情境亦未全然进入陌生人社会，

熟人社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集体意识、促进社会

团结、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从而有利于达成组织目标[42]。熟人社会的工

作情境，本质上是熟人社会衍生的一个概念。它是以人情、“关系”和面子为核心[43,44]，以

熟人关系为基础的组织氛围，集中体现为“熟人逻辑”，即：以“情”、“礼”治理为手段

的感性行为逻辑。在熟人社会中，行为主体经过长期的感性教化和代际文化传承，已经将“熟

人逻辑”内化为个体的价值准则[42]。其中，人情关系中的“给予”与“亏欠”促使双方互

相享有支配力，由于人情亏欠具有难以彻底偿还的本质，使得这种支配力呈现出持久性和权

力不均衡的特征，由此，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整合为一张被人情机制所规训、权力分布

不均衡的关系网络[43,44]。不同的关系网络使身处其中的个体拥有了不同的“关系”和权力，

依据“关系”和权力个体又会拥有大小不同的“面子”。所以“面子”也源于熟人社会，是

社会资本中国化的表现[9]。 

中国情境下的组织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熟人社会，这造就了中国组织中的领导者与下属之

间的关系不同于西方社会，郑伯勋[45]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上下级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惠

的基础上的，下属更多关注的是工作本身，而不是领导，所以上级对下级的影响比较弱；而

中国上下级关系是建立在权威家长制的基础之上的，下属对领导者的察言观色可能多于对工

作本身的关注，领导对待下属的方式也呈现出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关系”和“权威”

是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实质，也是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关键。此外，在“情”、“礼”治理的

熟人社会中，个体显得更加感性。在这一本土化情境下，本文对领导者表现负面情绪时，熟

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背景是否会提高下属绩效有着浓厚的兴趣。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组织中

的人际关系是影响组织绩效的重要变量，上下级关系会影响到下属的行为[46]。Granovetter[8]

的“弱关系”（陌生人关系）假设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往往是通过弱关系获得信息进

而找到工作的。然而边燕杰却提出了“强关系”（熟人关系）假设[9]，并通过调查研究对其

进行了验证。王霄等[12]的研究也证明了熟人关系促进了博弈者的合作决策。作为一个关系

本位的社会，在中国强关系网络更有利于个体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中作为权力与

地位代表的领导者，他们占据了决定性的社会资本，所以其负面情绪更容易影响到下属。基

于中国本土化的研究背景，本文提出了假设3。 

假设3相对陌生人社会而言，熟人社会中的下属绩效更高。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下属绩效受领导者负面情绪的影响，同时，下属的EQ、情绪

反应、认知动机和绩效推测对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此外，结合中国本土

化的情境，本文将熟人社会作为研究背景。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和面子是其处事

和行为的逻辑，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对于陌生人社会而言，领导者的情绪作用机制会放大，

不仅熟人社会会使下属的绩效提高；在领导者生气时，这一影响会更显著。另外，考虑到情

绪反应在性别上可能存在差异，为了使实验得到更好的控制，我们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模型分析，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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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下属绩效影响因素模型 

3 研究设计 

3.1样本与方法 

这项研究的被试是来自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两所高校的72名本科生（男14名，女

58名），平均年龄19.8岁，77.8%的被试为大二学生，87.5%的被试为经管类专业的学生，

生源地涉及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西、黑龙江、青海、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海南、江西、福建、重庆等省（市）。文献中广泛使用大学生样本来检验

假设[2,12,47,48]，因此本文也沿用这一研究范式。 

根据实验要求本研究邀请了一名老师扮演实验中的领导者，该领导者具有管理学博士学

位和组织管理实践经验，并且参加了实验室的相关培训。过去有关领导的实验研究已经成功

地雇佣过受训的演员以制定实验条件，包括情绪表现的操作[2]。为了刻画熟人社会，实验的

一部分被试在该老师授课的班级中进行招募，最后选定了大二某个班级中的52名学生（均

自愿参加本实验）作为实验被试（剔除经常不来上课的学生），其中，老师与学生均来自同

一个学院（老师在该班上课时间大约为3个学期，可将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界定为熟人“关

系” [6,38]）。在陌生人社会中，领导者与被试，以及被试与被试之间都是不认识的，因此，

我们在校园网上公开招募，同时依据被试不同生源地、不同班级、不同寝室、实验前不认识

等相关信息进行筛选，最后确定20名被试。 

3.2实验设计与过程 

根据公共物品供给原理设计了两组实验：熟人社会实验和陌生人社会实验。依据实验要

求，本实验控制条件为：（1）群体规模控制为4人；（2）无监视和制裁系统；（3）初始

禀赋均相同（均为10点）；（4）两组实验中领导者不变，且情绪表现（中性/生气）具有一

致性。领导者的台词、语气、语调、面部表情、手势等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操作控制①。

领导者的台词是不带情感的客观陈述，中性的情绪与生气的情绪通过语气、语调、面部表情、

手势等表现出来[2]。 

公共物品实验的具体结构如下：每组实验均进行3轮，被试被随机分成4人小组，且在

整个实验过程中分组不变，每个被试每轮都拥有10点的初始禀赋，可以从10点的初始禀赋

中选择任意的数量（0-10之间的任意整数）投资给自己所在的小组。其中，个体收益的计算

方法如下：每轮的收益=（10–你投资给你所在小组的点数）+0.5×你所在小组总的投资点数。

实验中个体在每轮的投资点数被定义为本研究中下属的绩效[11]。 

熟人社会设置实验的具体过程如下：（1）在投资开始之前，实验主持人介绍领导者的

专业背景，随后领导者当面和被试讲话，不带有任何情绪，表现出中性的情感。领导者在讲

话中表明自己参加实验的原因，并且告诉被试在一轮的投资之后他会根据参与者的表现提出

                                                              
①领导者情绪的控制效果运用量表进行评估，详情见下述“问卷和量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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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最后他祝所有的同学取得满意的成绩。（2）一轮之后，领导者带着生气的情绪给所

有的参与者提意见（台词是不带情感的客观陈述，生气通过语气、语调、面部表情、手势等

表现），之后被试完成后续两轮实验。陌生人设置实验的过程同上，只是被试和领导者之间

都是相互不认识的。 

实验中被试完成上述投资之后，还要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问卷和量表①。每局实验大约

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所有任务后，被试的投资收益将按照比率转换成课程学分（熟人

社会）或者现金被支付（陌生人社会）。最后就实验和被试进行一个简短的访谈，如果发现

有的被试对实验情境产生疑虑，数据作废。最后对被试解释整个实验过程，并请被试为本实

验保密。 

3.3问卷与量表的使用 

实验之后被试完成了相应的问卷和量表。包括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相关信息②、情商（EQ）

测试量表、结构需求量表（PNS）、情感反应量表、绩效推测量表和下属对领导生气的感

知量表[2]，这些量表在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其信度和效度在中国情境的运用中也得到了确认。

具体而言，本研究使用国内版本的情商量表（EIS），该量表是由王才康[49]将国外版本翻译

而来，并在中国的情境中验证了其效度（α=0.83），国外版本则由美国心理学家Schutte等
[50]人根据Salovey和Mayer[30]的理论编制而成，量表采用5点计分，分别是完全不同意、不

同意、不确定、同意和完全同意，数值越高，表示个人情商越高。本文使用国内版本的结构

需求量表测量被试的认知动机，该量表由陈阳等[51]修订，采用6点计分，其效度（α= 0.87）
与Neuberg等[52]编制的国外版本基一致。本文使用Van Kleef等[2]编制的情感反应量、绩效推

测量表和下属对领导生气的感知量表，其效度（α=0.93；α=0 .92；α=0.97）较高。情感反

应量表包含12个项目，其中，6个测量情绪反应、6个测量对领导者的喜爱，本文只采用6个
情绪反应测量项目；绩效推测由5个项目测量测量；下属对领导生气的感知量表由四个项目

组成，这些量表均采用5点计分。 

4 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见表1。其中，负面情绪指的是领导者的负面情绪

变现；熟人社会指的是领导者与下属，以及下属与下属之间都是熟人关系；认知动机、EQ、

情绪反应和绩效推测都是通过量表对下属进行测量所获得的数值。下属绩效的均值为6.58，
这与Fehr[53]、周业安[54]等学者的研究是一致性的，EQ的均值为126（SD=26.30），表明被

试情商的平均值在正常水平的范围内[49,50]。在相关分析中，下属的绩效与领导者的负面情绪

（r=0.21，p<0.01）以及熟人社会（r=0.20，p<0.01）具有正相关性，所以假设1和假设3
得到了初步证实，同时，下属绩效与其认知动机负相关（r=-0.12，p<0.1）；熟人社会与下

属认知动机（r=-0.64，p<0.01）负相关性、与EQ（r=0.21，p<0.01）、情绪反应（r=0.14，
p<0.05）正相关；情绪反应与绩效推测负相关（r=-0.25，p<0.01）。 

表1  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及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7 

1.下属绩效 6.58 2.4 1.00       

2.负面情绪 0.67 0.47 0.21*** 1.00      

3.熟人社会 0.72 0.45 0.20*** 0.00 1.00     

                                                              
①量表的具体使用见下述“问卷与量表的使用”。 
②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年级、籍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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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知动机 2.19 0.68 -0.12* 0.00 -0.64*** 1.00    

5.EQ 126 26.30 -0.05 0.00 0.21*** -0.11 1.00   

6.情绪反应 2.18 1.21 -0.07 0.00 0.14** -0.09 0.15** 1.00  

7.绩效推测 1.90 0.69 0.02 0.00 0.05 -0.11 -0.02 -0.25*** 1.00 

注：（1）*** p<0.01，** p<0.05，* p<0.1；（2）领导者中性情绪=0，领导者生气=1。 

4.2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对下属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领导者的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的关系，本文对下属绩效进行了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下属在领导者表现出中性情绪时的绩效（M=5.88，SD=2.88）显著低于领导者

生气时的绩效（M=6.93，SD=2.05），F（1，214）=9.62，p<0.01，这说明领导者的情绪

表现对下属绩效影响显著。我们使用了层次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相关调节变量对领导者负面

情绪与下属绩效关系的影响（见表2），其中领导者的情绪表现作为虚拟变量。结果表明，

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说明本研究中性别与下属绩效不具有相

关性。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在所有回归模型中都具有很强的显著性，并且可以正向预测下属绩

效（β=1.06，p<0.01），领导者表现出的负面情绪越多（领导者越生气），下属绩效越好，

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与假设1、2a、2b、2c 和2d相关的层次回归结果

 

注：（1）*** p<0.01，* p<0.05， p<0.1；（2）层次回归中的交叉项都分别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情绪反应、绩效推测、认知动机和EQ与下属绩效的关系都不显著，但是它们（除了认

知动机外）与领导者负面情绪的交叉项都能很好的预测下属绩效。其中，情绪反应对领导者

的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β=0.71，p<0.01），即情绪反应高的下属

在领导者生气时绩效会降低，情绪反应低的下属绩效基本不变（见图2），假设2a得到了验

证；绩效推测会负向调节领导者的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之间的关系（β=-1.63，p<0.01），

即在领导者越生气时，绩效推测低的下属绩效提高的速度高于绩效推测高的下属（见图3），
假设2b成立；认知动机对领导者负面情绪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0.26，p>0.1），假设2c
没有得到验证；EQ正向调节领导者的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之间的关系（β=0.02，p<0.1），

即EQ较高的下属在领导者越生气时绩效越好，EQ较低的下属在领导者生气时不影响其绩效

（见图4），假设2d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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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情绪反应的调节效应   图3 绩效推测的调节效应   

 

图4 EQ的调节效应 

4.3熟人社会对下属绩效的影响 

图5比较了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被试每轮（共3轮）投资点数的均值。熟人社会：

在第一轮领导者表现出中性情绪时下属投资点数的均值为：6.19，第二轮和第三轮领导者表

现生气时下属投资点数的均值分别为：7.37、7.08（A1）；陌生人社会：在第一轮领导者

表现出中性情绪时下属投资点数的均值为：5.05，第二轮和第三轮领导者表现生气时下属投

资点数的均值分别为：6.10、6.25（A2）。由此可见，相对于陌生人社会而言，熟人社会

中下属的投资量更高；相对于领导者中性的情绪而言，无论是在熟人社会还是在陌生人社会

中，领导者生气时下属的投资量更高，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 

 
注:A1:熟人社会中下属分别在三轮中投资量的均值；A2：陌生人社会中下属分别在三轮中投资量的均值。 

图5 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下属分别在三轮中投资量的均值 

本文利用方差比较了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下属绩效的差异，熟人社会中的下属绩效

（M = 6.88，SD = 2.88）明显高于生人社会中的下属绩效（M = 5.80，SD = 2.55），F（1，
214）=9.04，p<0.01，这说明熟人社会有利于下属绩效的提高。在数据都是正态分布的前

提下，本文进行了两独立样本t检验（t=-2.86），检验结果显示，在消除同方差假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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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假设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均值没有差异不成立，所以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熟人

社会中的下属绩效显著高于陌生人社会中的下属绩效（p=0.00）。因此，假设3得到验证。 

表3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两个设置样本t检验 
设置 观察值 均值 标准误 标准差

陌生人社会 60 5.80 0.33 2.55 
熟人社会 156 6.88 0.18 2.28 
combined 216 6.58 0.16 2.40 

diff -1.08 0.38 

注：Ha:diff<0, p=0.00;Ha:diff!=0,p=0.00;Ha:diff>0,p=0.99 

4.4研究模型分析 

综上所述，除了假设2c外，本研究中的假设都得到了验证。基于此，本文在下属绩效

影响因素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属绩效影响因素路径图。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是：领导者的

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显著正相关（β=1.06，p<0.01）；绩效推测则对领导者的负面情绪与

下属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负向调节（β=-1.63，p<0.01）；情绪反应和EQ正向调节领导者的

负面情绪与下属绩效之间的关系（β=0.71，p<0.01；β=0.02，p<0.1）；熟人社会中的下属

绩效高于陌生人社会中的下属绩效（p=0.00）。具体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 

回到本文重点关注的两个关键问题：领导者的情绪表现如何影响下属绩效？熟人社会是

否会影响下属绩效？围绕着下属绩效这个因变量，图 6 尝试性地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回

答。这也回应了当前学界对负面情绪和“熟人社会”是否应该存在的争议，本研究证实：领

导者的负面情绪和熟人社会作为中国情境中影响下属绩效的主要因素，其正向效应显著。因

此，消极的情绪也有它积极的功能，“熟人社会”同样会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这也验证了

Sy[6]、Van Kleef[15]、Tiedens[17]、Heerdink[16]、Lindebaum[19]、边燕杰[9]等人的研究。 

无论是 EASI 模型、情感事件理论还是情绪感染理论都认为情绪通过引发下属的情感反

应、推理过程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同时，下属对情绪进行信息加工时情商也会对行为产生影

响，高情商的人通常以适应性、建设性的反应来面对负面情绪带来的压力。然而，Van Kleef
认为个体进行信息加工时认知动机会对绩效产生影响[2]，但图6并没有体现认知动机的作用，

本文认为中国的“熟人社会”情境可能弱化了认知动机因素的影响，突出了情感反应因素的

作用。在中国的情境中考虑社会情境因素必然不能忽视熟人社会中的“关系”，它存在于熟

人关系网络之中，其中个体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关系”资源，拥有更多的结构洞，这样可

以为组织成员提供更多的信任和承诺，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熟

人社会中的“关系”对员工与组织绩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最具中国特点的激励因素，

这与国内的大量研究一致[38,39,41,46]。 

 
注:***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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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下属绩效影响因素路径图 

5 结论与展望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领导力培训和领导效能考核中，领

导者的情绪管理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长期以来，领导者的情绪作为非理性因素在

组织研究中并为受到重视，因此，情绪因素在领导效能的考核和领导力的培训中也未加以考

虑。但是在管理实践中，领导者的情绪表现明显影响到了下属绩效，并且领导者在不同的情

境中，面对不同的下属时表现出来的不同情绪会产生不同的效应，据此，本文认为领导者的

情绪管理也应该纳入领导力培训和领导效能的考核的体系中。（2）领导者的情感治理也是

组织重要的激励机制。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领导的权力对下属

的影响更大，下属也更关注领导的言行举止和情绪表达，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是领导对下属

的工作是否满意。在这样的情境中，领导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有利于实现与下属的有效沟

通，从而使情感治理产生激励效用。（3）在招聘员工时，不仅要考虑员工与工作岗位的匹

配，更应该关注员工与其领导的匹配。当前员工与岗位匹配的研究较丰富，却少有研究关注

员工与领导者的匹配问题。本研究中，不同的下属对领导者情绪表现的情绪反应和绩效推测

都存在差异，下属情商的差异也会造成绩效的差别，可见，组织中下属与其领导的匹配也应

该作为员工雇员的一个标准。（4）加强领导者与下属、以及下属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治

理，有利于增强相互的信任感与责任心，使其在工作上付出更多的努力。作为熟人社会，中

国社会的行事原则是按照“差序格局”的逻辑进行的，这种观念与行事风格也影响到了组织

中的领导方式、成员关系、领导效能、下属绩效以及团队绩效。此外，中国情境下，熟人社

会中的下属基于“关系”、“面子”、“人情”、权力等的考虑更擅长于对上级察言观色[33-34]，

因此，熟人“关系”中领导者负面情绪带来的积极效应会放大。 

本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了领导者负面情绪与关系网络的作用机制模型，但是因为本领域相

对较新，因此直接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内容开展：（1）鉴于本研究

只考察了领导者的负面情绪对下属绩效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研究领导者情绪的作用机制，

以后的研究应考察领导者积极情绪的作用；（2）领导者的负面情绪能激发下属更好的工作，

但是其会承担相应的生理成本[19]，因此负面情绪与组织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关系的

权衡还有待考察；（3）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关注的是下属的特征，包括情商、情绪反应、绩

效推测和认知动机，然而领导者的这些特征是否也会影响到组织实践中领导者的情绪表达也

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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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Negative Emotion,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Subordinate 
Performance——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Game of Public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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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a Acade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NankaiUniversity, Tianjin 30071,China; 2.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7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otion,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and personality theory, we build the model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meanwhile study the influence ofleader’s negative emotion 
on subordinateperformancein different networks by the public goods gam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leader’s emotion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SubordinateEQ, emotionreaction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have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leader’s emoti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motion reaction moder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subordinateperformance. Suggestions on leader's emotional 
management, matching between subordinates and leaders, using “guanxi”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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